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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贫困地区农民生育意愿的
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四个贫困县个案研究

陆杰华 达德利L·鲍斯顿 史蒂芬H·默道科

自70年代初实现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突出

地反映在中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上。例如，196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4．11‰，而1992年

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8．24‰，23年间出生率下降了近16个干分点；同样，1970年，全国妇女总

和生育率为5．8，而1991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3，21年间下降了3．5。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已就近二十年来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作

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从宏观上看，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除归结于

切实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手段以外，还在于文化教育的普及、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工业社会

化的实现、城市化水平的上升及入均收入的稳定增加等因素。毋庸置疑，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

变化对中国生育率进一步的下降将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不过，许多学者对中国贫困地区生育率变化趋势，特别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社会经济因素

等方面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研究关注焦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生育率变化的社

会经济模式是否也适合于广大贫困地区；另一方恧，贫困地区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制约

其生育意愿的。本文试图利用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湖北省秭归县、贵州省罗甸县和甘肃省

定西县的1990年贫困县家庭情况抽样调查资料，应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客观地描述制约

贫困地区生育意愿的社会、经济、人口等相关因素。

一、有关理论的回顾：我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

自50年代以来，人口学者就关注生育率下降的因素研究，并就此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模式。

在这些模式中，伊斯特林的生育率决定模式不仅理论严谨，而且在现代生育率理论中占有重要

地位。他在其理论模式中提出了自然生育率、期望生育率和适度生育率三个概念。伊斯特林强

调，一个地区或国家恶化的健康状况、营养不良、高死亡率、性爱戒律将导致期望生育率超过自

然生育率，因此，这一时期的实际生育率取决于人口健康状况和传统生育习俗；然而，随着社会

的发展，自然生育率上升，期望生育率下降，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人口转变以前。同时，伊斯特

林补充道，社会经济群体的不同特征也会引起生育率的差异。

为了印证伊斯特林的理论模式是否与现实生育率变化因素相吻合，许多学者就此做了大

量的实证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居住地类型、教育水平、职业角色、宗教信仰和结婚期限等社会

经济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学者在将社会经济因素

与人口因素联系起来考察生育率变化时却发现，诸如避孕措憨使用与知识、初婚年龄、儿童存
·23·



活率及期望子女数等人口变量比社会经济因素更直接地制约着生育率。此外，许多研究证明，

从事农业劳动者比从事其它职业者期望更多的子女数。

近来，国外学者又开始就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作一细致的剖析。这些研

究发现，在生育率转变最初时期，人们一般期望较高生育数量；而在随后的生育率转变阶段，期

望生育率下降，但由于这一时期人们控制生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非意愿性生育率增加；到了生

育率转变接近完成阶段，人们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自身生育力，非意愿性生育率则大幅度下

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的研究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初具端倪，由于中国生育

率变化不仅受着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政策的作用，这一研究便

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

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极为关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对生育率变化的作用，他

们通过对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一旦中国人的年人均收

入水平介于1000至1500元之间，人们的生育观念则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生育意愿将等于或

低于更替水平。不过，其他学者指出上述生育观转变的临界点理论有着明显的不足，他们认为，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并非是某一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相反是其综合作用的结果，只

不过是各个因素的作用程度不同而已。另一方面，国外学者们则更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

的综合作用。我们通过综合几个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发现，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抑制作

用以强弱为排列顺序依次为：文化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水平、居住地类型(一般划分为城市和农

村)及从事的职业。当然，我们如果仔细地考察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控制

政策对生育率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开始注重对中国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一些研究成果受到同行的注

目。但是，这些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不足，即没有将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联系起来来考察对

生育率的影响，而仅是强调或分析某一单独因素对生育意愿的作用，因此，也就弱化了其研究

结果的说服力。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政府特别强调独生子女政策的推广，被调查

者一般都可能低估其生育意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数据的准确性。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对

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的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人ff]x寸贫困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理论初衷在于，如果

中国贫困地区生育率下降机制有别于其它地区，那么什么样社会、经济、人口因素在今后人口

发展趋势中应当加以刻意的强调，以便促使贫困地区人口转变的速度与其它地区逐渐同步，我

们认为，这无疑不论是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还是人口控制目标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理论意义。

二、理论假设

． 我们从上面理论回顾中可以得出，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是导致生育率变化的一个根本原

因，这个结论无论是在开放生育系统中，还是在封闭生育系统中都是适用的。因此，我们分析的

重点是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是如何制约其生育意愿的。
‘

一般来讲，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与其生育意愿成反比例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社会经

济地位相对较高，其生育意愿则相对较低；而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其生育意愿则

相对较高。

具体地讲：家庭富裕程度是衡量贫困地区农民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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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富裕程度同其收入水平紧密相关，我们视其具有收入水平的特征。我们认为，按照家庭规模

的成本——效用理论，来自较为富裕家庭的人们一般期望生育较少的子女数。

教育年限总是被看作制约生育意愿的首位原因之一。许多研究成果证明，随着现代化进程

的推进，教育对生育率的作用将会逐步加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教育年限多少是与其

生育意愿成反比倒的。，

人们的在业状况同样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便于分析；我们特把在业状

况分为两大类：在业者和菲在业者。我们的假设是，从事任何经济活动者一般比非经济活动者

有较低的生育意愿。

在生育理论中，避孕与节育方法是直接影响生育率变化的首要原因。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

使用了对避孕与节育措施方法的了解程度指标作为自变量。我们认为，对避孕与节育措施方法

的了解的越多，他们对核心家庭的接受程度就越高。

如果考虑到不同时期人口控制目标，一个人年龄大小又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人口因

素之一，由于置身更多的现代生活氛围中，年龄较小的人，其生育意愿一般低于年老者。同样，

初婚年龄是决定生育率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初婚年龄大小与其生育意愿成反比例是人们普

遍接受的事实。

此外，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民族成份和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也在某种程度上作用着其生育

意愿，尽管各自作用的方向还未达到理论上的共识，我们仍假设，少数民旅人口或者常年从事

农业劳动者一般期望较多的子女数。

三、数据来源

1990年，中国在22个省、自治区的23个贫困县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家庭情况抽样调查，

目的是了解目前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现状。为了便于分析，我们的研究仅选取了辽

宁省风城满族自治县、湖北省秭归县、贵州省罗甸县和甘肃省定恧县作为我们个案研究的对

象。我们之所以选取上述四个贫困县，其原因在于：一是这四个贫困县均地处于山区，从地理位

置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他们大都享受着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二是上述四个贫困县从某神

程度上反映着当今中国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凤城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快，

秭归县居中，罗甸县和定西县则相对较缓慢。既然选取的个案研究对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

存在着一定差异，我们有理由推测，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意愿的作用程度会因县而异；三是从

各个贫困县人口控制效果上看，它们反映欠发达地区的两种计划生育管理模式，凤城县、秭归

县代表着贫困地区入口控制工作做得较好的地区，而罗甸县、定西县的人口增长率仍是居高不

下，反映着大部分贫困地区人口控制仍处于失控或半失控境遇之中。

就我们研究的样本数量上看，四个选取的贫困县略有差异，已婚被调查对象数量大约在

2018和2232之间。而从数据质量上看，虽然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低估其被调

查者的实际生育意愿，但这次调查仍然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抽样调查，其根本原因在于调查数据

是基本可信的。

四、分析方法与结果

我们利用多元回归数学模型在数量上确定制约贫困地区农民生育意愿的社会、经济和人

口因素。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农民生育意愿看作因变量，而其他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视为自

变量，以此来表示各个自变量对其农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

我们的自变量包括家庭富裕程度、教育年限、在业状况、对避孕节育措旋方法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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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大小、初婚年龄及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等，其中我们将民族成份和教育年限定义为社会因

素；家庭富裕程度、在业状况和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定义为经济因素；而年龄大小、初婚年龄和

对避孕节育措施方法的了解程度定义为人口因素。

为了便于反映一些自变量对其生育意愿的准确作用程度，我们又特设一些虚拟变量。例

如，我们将全部在业人口者编码为1，而所有未在业人口为零；在我们的多元回归分析摸型中，

民族成份和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变量也同属虚拟变量。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不同时期计划盐l育政策的目标对农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同年龄

对因变量的作用程度是不尽相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年龄大小分为三个年龄组。第

一年龄组为15—35岁，这些人在其生育高峰期主要受其现行生育政策的影响；第二年龄组为

36—49岁，这些人在其生育高峰期主要受7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第三年龄组为50

岁及以上，他们在其生育高峰期并未受到任何生育政策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见表1)，在社会因素，农民所受的教育年限在全部贫困县中同其期望生育

的子女数呈负相关，再一次证明教育水平对农民生育意愿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农民的民族

成份对其生育意愿也存在着一定作用，但其作用的方向则不尽相同。

表1 贫困地区农民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对其生育意愿作用的回归系数

变量 凤城县 秭归县 罗甸县 定西县

民族成份 ：o．．002616*)

教育年限
(--一00．．0033I 2*)‘

家庭富裕程度
(--一0．00．23824*)

在业状况
(--一00．．002270*)

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闯 ：o’．0．00559)

15835年龄组
(-一o．o．002355)

36—49年龄组 ：o．．002594*)

50岁以上年龄组 ?o．．102094*)。’

初婚年龄
--(一00．．04011 2*)++

对避孕节育措施方法．o．054***
的了解程度 (o．028)

袅2 0．737．

样本量 2018

注：(1)***显著水平在1％；**显著水平在5％；*显著水平在10％；

(2)括号内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在经济因素中；农民家庭富裕程度同其期望生育的子女数有一定相关性，且作用方向除湖

北省秭归县以外，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设相吻合；农民的在业状况同其生育意愿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但其作用方向并不尽相同，例如秭归县和罗甸县的在业人口同样期望生育较多的子女

数；农民每年从事农监劳动时间变量与其生育意愿虽有一定相关性，但其回归系数并不处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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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显著水平上，还不能说明农民每年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多少对其生育意愿有多大的作用与影

响。

在人口因素中，农民的年龄大小的确与其期望生育的子女数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状况在

50岁及以上年龄组反映得尤为突出，农民年龄越大．其生育意愿则表现得越强烈。不过，还必

须看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极为缓慢的罗甸县和定西县，其低年龄组的生育意愿仍十分强烈，

表明他们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认同感仍然较低；农民初婚年龄与其生育意愿呈负相关性，结

婚年龄越早，其生育意愿越强烈；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设相悖的是，农民对避孕节育措施方法

的了解程度与其期望生育的子女数呈正相关，即农民对避孕节育措施方法了解的越多，其生育

意愿也越强烈，这种状况主要反映在凤城县和罗甸县上。

五、结论

分析结果表明，制约贫困地区农民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因素，也有经济

因素，更有人口因素；同时，这些社会、经济、入口因素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贫困地区内

部，其作用程度既有一定共同性，也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是贫困地区生育事变化的社会经济

模式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突出特征之一。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转变贫困地区农民生育观念在于：

1．从总体上讲，持续、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将有利于农民生育观现代化过程的最终

完成。目前，中国广大贫困地区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无疑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创造了绝好的契机。我们有理由相信，改革开放将会带动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固发展，从而

大大地提高农民整体社会经济地位，为其生育观念转变创造条件。

2．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生育观转变的作用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从长远上

看，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将是该地区农民生育观彻底转变和j顿利贯彻计划生

育政策的关键环节。尽管发展教育对生育率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它对生育率的转变作

用则是根本与长期的。由此看出，贫困地区强化匿民教育，继续巩鼹扫盲工作成果已是势在必

行。

3．从近期看，通过有效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手段来提高农民的初婚年龄虽仅是现阶

段实现人口控制目标的权宜之计，但它却有利于贫困地区农民生育观转变的大环境形成。我们

认为，创造一种提高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环境氛围会更有效地改变农民早婚早育的习俗，但这

一使命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4．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的确会减少其期望生育子女的数量，但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这

一结论并不适用所有贫困地区，由此看来，经济收入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之理论还需要

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证实。

5．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今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对关于农民年从事农业

劳动时间长短对生育意愿没有任何作用的结果就不会感到任何奇怪。既然贫困地区的农业生

产方式仍是传统的，我们就很难发现农民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对生育意愿的影嫡作用。

总之，我们感到，中国未来贫困地区的人口控制关键在于，在强调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同时，

还要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提高农民社会经济地位，这是贫困地区生育率稳步下降的根本措施。
‘

(作者工作单位：陆杰华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

达德利L·鲍斯顿 史蒂芬H·默道科

美国德克萨斯A8LM 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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